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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叙事研究的主要面向
——基于 2007-2016 年《健康传播》文献的分析

徐开彬 万 萍

摘 要 健康传播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2007
至 2016年间涉及健康叙事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叙事功能与叙事语境两方面。叙事功能的研
究体现在劝服功能、意义建构、身份建构、治疗功能以及名人叙事的劝服功能。叙事语境则主

要包括文化中心路径及急诊室语境。健康叙事研究的最新动向，体现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劝服

功能以及名人叙事的劝服功能，反映出将健康叙事与疾病预防、健康劝服相结合的趋势。另

外，对于健康叙事语境的关注，特别是文化中心路径的健康叙事分析，也是较新的研究话题，

显示出学者们对边缘群体叙事的日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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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人类交往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基本范式，它将一系列事件组合成连贯的情节，赋予其意义并

对听众进行讲述 [1]（P56-69）。人们通过叙事来组织信息、解释事件、厘清困惑，并总结经验。叙事不仅
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也提供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与反思。叙事可以不断重建人们的生活，个人再借由

叙事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在叙事中栖息”[2]（P74-89）。叙事也可以传达有关社会
问题的信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方案 [3]（P431-444）。近年来，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
定性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叙事。

一、健康叙事

健康叙事作为叙事行为的一种，在生物医学范式之外提供了对疾病的理解，它看重疾病给患者带来

的切身体验及感受，可以在人类面临疾病、痛苦或创伤时发挥作用 [4]（P9-34）。很多健康传播学者都认
可健康叙事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劝服功能及对患者的赋权效果。同时，健康叙事有助

于修复情感和心理创伤，有助于当事者理解和再认识所经历的负面事件。在心理治疗领域也因而出现了

专门的叙事心理治疗（narrative psychotherapy），心理治疗师从患者那里获得叙事的原始材料后，帮助
患者整理和讲述其故事，把他们的经历、记忆与期望组织得更易于理解，从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把握和

重塑对于自身经历和自身的认知 [5]（P11-28）。叙事在身体和情感两个层面的治疗价值，已成为西方健
康叙事研究中持续关注的主题，为探索健康传播理论提供了新路径。

健康叙事功能分析在健康叙事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桑伍尔夫（Sunwolf）等人认为健康叙
事有五种主要功能：第一，将人们联系起来（关联功能）；第二，了解世界（解释功能）；第三，创造与重

现现实（创造功能）；第四，铭记过去（历史重现功能）；第五，展望未来（预测功能）[6]（P237-257）。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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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彬（Kaibin Xu）通过对 2008 年汶川地震灾民的叙事研究，发现灾民的叙事具有四个主要功能：第一，
怀念亲人与过去的生活；第二，澄清一些相互矛盾的情感（包括记忆与忘却、幸运与内疚、感恩与责备、

沮丧与希望）；第三，重新评估现实与生活价值；第四，重建社区 [7]（P152-174）。
近十年来，西方健康叙事研究蓬勃发展，为健康传播理论的发展及相关实践注入了活力，而国内对

健康叙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拟从西方健康叙事的研究入手，为我国健康叙事研究及健康传播研究

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西方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术期刊，主要包括两本：一是以发表质化健康传播研究而著称

的《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另一本是发表量化研究为主的《健康传播学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由于本文关注的健康叙事以质化研究为主，选择第一本期刊进行分析更为合
适。本文通过分析该刊在近十年间涉及健康叙事的文献，有助于了解西方学术界在健康叙事领域所关注

的内容，并为中国的健康叙事研究及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借鉴。由于国外期刊文献在国内图书馆系统中存

在滞后的情况，故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2007-2016 年十年间的文献。
笔者利用全文数据库，时间节点限定在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十年间，选取

《健康传播》作为来源期刊，将“叙事（narrative）”、“故事（stories）”、“讲述故事（storytelling）”“话语
（discourse）”和“对话（conversation）”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前后共搜索到论文 171 篇，笔者通过阅读
并根据关联性原则再次筛选，剩下相关文章 99 篇。在通读这些文章的标题、摘要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利用定性分析软件 MAXQDA12 对文章的主要研究话题进行主题编码，每篇文章只赋予一个主要编码，
然后对相同的主题编码进行归类，根据出现的频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提炼出最主要的一些主题即研究

话题。

三、健康叙事的功能及语境

文献显示，健康叙事研究主要聚焦于叙事功能与叙事语境两方面。叙事功能的研究体现在劝服功

能、意义建构、身份建构、治疗功能以及名人叙事的劝服功能。叙事语境则主要包括文化中心路径及急

诊室语境。

（一）健康叙事的功能

在健康传播中，生物医学治疗的导向可能将那些有关患者个人经历与感受的叙事边缘化。社会学

家亚瑟·弗兰克（Arthur W. Frank）在其著作《受伤的叙事者：身体、疾病和伦理》中，把患者称为“受伤
的故事讲述者”（the wounded storyteller）。他指出，患者尤其是重病缠身的患者，会逐渐失去很多重要
资源如自尊和人际关系等，正是疾病使得他们有讲述自身故事的需要 [8]（P137）。卡米勒（D.Kaminer）
总结了叙事的六个主要用途：情绪宣泄，创造语言表达形式，通过倾诉来适应焦虑，社会不公的共情见

证，解释性的记录及逆境中的价值或目的认同 [9]（P481-499）。过去十年间，致力于健康叙事功能的学术
研究持续增长，肯定了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在健康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怀特（M.White）和艾
普斯顿（D.Epston）的重要著作《叙事意味着治疗的结束》引发了治疗实践的叙事转向 [10]。叙事现在

被认为是医护人员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转化和治愈的场所 [11]（P18-20）。叙事研究关注叙事赋权和叙
事治疗，名人健康叙事功能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研究话题。

1. 健康叙事的劝服功能。劝服是将说服者的目标和受众的期望相匹配，并适应当前的情况。在这种
意义上，劝服在说服者及受众的互动中发生，并被不断建构和发展 [12]（P3-55）。劝服是健康叙事的主要
功能之一，它强调的是健康叙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对公众的劝服。

学者约瑟夫·佩特拉利亚（Joseph Petraglia）认为，对话式叙事是劝服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说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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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信息的真实性，并且对话式叙事的核心是欣赏式探索（appreciative inquiry），包括探索、梦想、设
计、执行四个要素。探索是大家一起找出个人和社区的长处，梦想是指基于这些长处而对于未来的想象，

设计是指为社区计划未来的行动，执行是指群体的行动及其结果 [13]（P176-185）。加布里埃尔·普拉蒂
（Gabriele Prati）等学者采用实验法检验了叙事传播在增加流感疫苗接种信息的功效。研究结果表明，对
65 岁及以上的人来说，叙事传播与流感风险感知、流感疫苗效能的感知、疫苗相关的自我效能成正相
关 [14]（P413-420）。珍妮丝·克瑞格（Janice L. Krieger）等学者借鉴文化扎根理论（cultural grounding，
即叙事来自于特定的受众文化群体）和叙事参与理论（narrative engagement，即把受众当成作者或共
同作者的身份来设计扎根于特定文化的叙事），研究青少年认为何种类型的信息能够最有效地说服同龄

人抵制吸毒。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说服同龄人不吸毒的两种最常见的叙事策略，是强调负面后果和作

为不吸毒的青少年的身份诉求 [15]（P683-695）。詹妮特·伯克利帕特 Jannette Berkley-Patton 等人发
现，带有模范角色功能的叙事（如定期检查就医、从各种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使用家人朋友等支持系统、

对生活持正面看法）有助于少数族裔获取与 HIV 相关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服务 [16]（P199-209）。吉娜·
友（Jina H. Yoo）等学者研究了乳腺癌叙事的效果，探讨了美国非裔妇女乳腺癌存活的故事引发的负面
情绪（包括悲伤、恐惧和愤怒）如何影响她们的健康信息处理、回忆和态度。研究发现，悲伤加强了叙事

说服的效果，而恐惧则与之相反，愤怒与说服过程无关 [17]（P494-504）。总之，健康叙事在公卫领域的劝
服功能经受了一系列研究的检验。

2. 健康叙事的意义建构。健康叙事的另一个功能体现在叙事的意义创造上，即叙事能够建构事件
及行动的意义，人们在叙事中体验、创造和阐释意义 [4]（P9-34）。人们也往往在叙事中追问给他们带来
疾病或困境的原因，这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卫生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健康叙事的意义建构涉及三个基本

理论问题：首先，意义创造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意义是基于对现象的解释，而不是客观的观察。意义创造

的叙事路径，是认可个体解释和重新界定无数看似无关的经验、信仰、态度和理解等之间的关系。其次，

意义创造是基于语境的，人们从其所处的特定文化中获得个人目标、欲望和感知、期望和选择，反过来又

会影响处于特定语境下的叙事元素。最后，意义创造遵循时间顺序，叙事将个体经验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展开和描述 [4]（P9-34）。
巴布·泰特斯（Barb Titus）和丽贝卡·德索萨（Rebecca de Souza）[18]（P450-460）两位学者通过对

10 名近期失去了子女的父母的悲痛体验进行分析，总结了四种矛盾的情感，即混乱与控制，家庭生活的
中断与常态，沮丧与振奋的经历和对死亡的无知与理解，并鼓励叙事者使用这种特殊的叙事技巧来宣泄

情感，表达人生体验。研究发现，叙事者对故事的修改，源于他们增加了新的健康意义建构。吉尔·山崎

（Jill Yamasaki）研究了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怀尔德（Effie Lehand Wilder）基于其在养老院的生活所发表
的五本小说，以叙事分析呈现了有别于具有刻板印象的老龄化世界。老人们一方面意识到老龄带走了

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也找寻着有意义的生活；而养老院则给他们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的场所，成为了有

意义的叙事之所在 [19]（P588-596）。印度学者瑞汗·贾米尔（Raihan Jamil）和莫汉·杜塔（Mohan J.
Dutta）通过与来自孟加拉国三个村庄的农民对话，发现健康叙事的主要功能在于健康意义的本土化建
构以及对健康行为的引导。对这些居民来说，健康问题主要是贫困问题，健康叙事主要体现在因为经济

边缘化而缺少获取健康资源的途径 [20]（P369-379）。
3. 健康叙事的身份建构。社会学家亚瑟·弗兰克（Arthur W. Frank）和瓦尔特·费舍尔（Walt

Fisher）等认为叙事是一种自我发现与自我创造的活动，借助叙事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我，因为叙事
者不仅讲述故事，也在聆听自己的故事，在这一活动中，人们的身份得以形成和展现。

严重的疾病及其相关手术（比如乳腺癌）会中断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身体上的长久不适及对自身

形象认知的改变，带来身份尴尬或身份危机，从而导致个人身份包括家庭及社会角色、人际关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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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有重建的必要。克雷格·伯尔斯坦（Craig Boylstein）等学者通过访谈提炼出中风的两个概念隐喻，
即中风是灾难（疾病本身），中风康复如作战。她们同时发现，中风患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也随着他们所使

用的隐喻的变化而变化，使用灾难隐喻的患者将自己视为幸存下来的灾民，使用作战隐喻的患者则将自

己视为战士 [21]（P279-287）。隐性的慢性疾病被曝光会令患者感觉受到了伤害。德芬宝（Defenbaugh）
发现，慢性病患者经常被社会污名化，从而使得那些身患隐形慢性疾病的人，必须使自己的患者身份显

得正常化。不过，慢性病患者告知他人自己的疾病也有一些好处，体现在教育/告知他人有关慢性疾病的
信息、将情绪表达给亲友可能对健康有益 [22]（P159-169）。安吉拉·帕尔默（Angela L. Palmer-Wackerly）
和珍妮丝·克瑞格（Janice L. Krieger）两位学者的研究，是通过阐明人们如何从正反两面建构与幸福感
有关的经历，来帮助减轻不孕症患者的交流负担，使得他们感受到与自己的身份和选择（自主）相关的

自由，并认识到可以培养的人际关系 [23]（P612-623）。通过叙事，人们可以获得对于自身身份的连续性
及身份转换的表达与认知，以及对角色和身份的协商与适应。

4. 健康叙事的治疗功能。丽塔·卡伦（Rita Charon）是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及叙事治疗领
域的著名学者，在该校创办了叙事治疗的项目。她认为，叙事治疗指医生能够识别、解释患者有关疾病

的叙事，并能被其感动的临床诊疗能力。临床叙事治疗并不是要求医生放弃医学科学的逻辑，而是意识

到患者在以特定的方式经历疾病体验，这种体验应该被纳入到医生的治疗考虑之中 [24]（P118-131）。但
是在医疗实践中，患者的故事常常难以充分表达，他们需要被赋权并愿意自我讲述；医生也需要持开放

的心态，倾听患者不同于生物医学层面的叙事。马丁力（C. Mattingly）提出，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医疗
问诊中，可以形成“治疗性叙事”和相关的“临床效用”，临床治疗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展开的故事，

医生和患者在交流中创造出故事般的情节与结构，这对病人的治疗和康复非常重要 [25]（P811-822）。芭
芭拉·莎芙等人（Barara Sharf）认为，叙事对于疾病的治疗至关重要，患者和医生都是以叙事的方式审
读身体症状、查找疾病的原因，并商讨可行的治疗方案 [26]（P36-51）。维多利亚·夏弗尔（Victoria A.
Shaffer）和莎拉·托梅克（Sara Tomek）等学者发现，叙事既可以影响患者的治疗选项，也可以增进他们
对医生所提建议的信任和情感认知 [27]（P64-73）。患者的叙事治疗功能与医生对于患者叙事的态度密
切相关，这方面尚需更多的经验研究。

5. 名人健康叙事的说服功能。在过去的几年中，健康传播学者和业界越来越关注名人在促进健康
方面的作用，例如演员迈克尔·J. 福克斯与帕金森病的斗争，篮球明星约翰逊（Magic Johnson）身患艾
滋病病毒被披露后的反应等，都曾引发学者们的研究（Beck，Aubuchon，McKenna，Ruhl，Simmons，
2014）[28]（P244-256）。由于名人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名人宣布的健康挑战类似于公共健康干预，能够影
响公众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公众行动 [29]（P445-461）。

贝克（Christina. S. Beck）和他的同事通过研究 157 位名人有关自己或其家人朋友患病的健康叙
事，发现名人健康叙事有三个主要功能：教育公众、激励公众和鼓励公众的健康行为 [28]（P244-256）。比
起普通人，名人健康叙事更容易激发公众关注和讨论这些健康问题。珍妮弗·布特（Jennifer.J.Bute）等
人从批判性视角研究了娱乐记者朱丽安娜·兰西奇（Giuliana Rancic）在公共论坛上分享的自己不育
治疗、乳腺癌诊断和她决定接受双乳切除手术的疾病体验及网民的回复，发现名人叙事一方面能教育和

激励公众，另一方面却也会遭遇负面解读，表现在被认为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声和经济利益 [30]（P1008-
1018）。瑟斯·诺尔（Seth M. Noar）等学者总结分析了 19 项名人健康叙事的研究，发现名人的健康叙
事对于公众的健康检查及预防行为、健康信息获取以及媒体报道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持续的

时间比较短暂 [29]（P44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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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境化的健康叙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语境是理解健康意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在健康传播理论的

发展、应用和评估中非常重要 [31]（P221-231）。叙事在建构人们身份的同时，也界定了与他人还有世界
的关系。叙事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也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语境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叙事

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路径是研究叙事语境。

1. 语境与健康叙事：文化中心路径。以文化为中心的健康传播路径突出了文化语境在健康体验和
健康意义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32]（P34-58）。文化、社会和经济语境不仅影响人们对健康预防工作的
相关知识、态度和信念，还对患者能否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产生影响。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认为交往不平等与物质不平等密切相关，同时认为边缘社区中的参与是社会转型和变
革的切入点 [33]。基于边缘社区脱节和边缘人声音难以被听到的现状，它强调了与边缘社区和群体共建、

推动社区进步的重要意义。此处的共建是指精英群体与边缘社区之间的合作和权力分享，并推动与边缘

社区和群体对话的进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34]。此外，文化中心路径提出了从边缘社区到主流群

体转变的本土化理论路径，期待在转变过程中改变既有的结构关系。健康是由文化、结构和组织三者的

交集构成，再通过社区成员进行意义建构并表达出来。文化中心路径的核心是承认文化参与者的能动性

（agency），并从其日常生活经验中产生意义。以文化为中心的健康传播，在健康领域中将文化视为变化
的、动态的，文化通过成员参与创造共享的意义、价值和实践的动态网络来得以体现。

拉基（L. K. Larkey）和赫克特（M. Hecht）（2010）提出了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促进健康的叙事模
式，认为以文化为中心的说服性叙事应首先具有吸引人的特征，即主角能产生一些同情或好感，并强调

角色和受众之间的相似性 [35]（P114-135）。其次，叙事应该包括一个有吸引力的、可以相互关联的故事
情节。只要叙事与现实世界相似，并且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故事，那么这个叙事中所感知的现实主义就可

以超越其虚构性。此外，人们对叙事进行判断的标准，往往不是单凭其准确性，而是其可信性。最后，以

文化为中心的叙事应该是以文化为基础，这意味着叙事包含了创造文化共鸣的文化线索和行为。

以文化中心为路径的学者重视在边缘社区开展健康研究，突出社区成员所处的贫困的经济语境，强

调将倾听穷人的声音作为发展社会变革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切入点，用以描绘被主流理论模式遮蔽

的不公正。例如，安巴尔·巴苏（Ambar Basu）和莫汉·杜塔（Mohan J. Dutta）等学者研究指出，在印度
全球化进程中，贫困的印度边缘群体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语境限制了他们的健康体验，导致了当前健

康传播话语中的下层参与者的声音缺失，继而导致健康意义的多样性的缺失 [36]（P187-196）。学者萨博
拉曼亚·萨斯特里 [37]（P230-241）（Shaunak Sastry）发现，作为艾滋病毒感染高危人群的印度长途卡车
司机，虽然他们已经成为健康预防和健康干预的主要目标人群，但只是在个人行为层面干预上减轻了部

分风险，相关研究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对这一高危群体健康的影响。卡车司机的高危性行为源

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贫困的结构性障碍以及长期独自驾驶的工作性质。

除了边缘社区和群体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之外，在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增加的

语境下，具有跨文化性质的移民社区的健康体验、移民的健康经历和他们获得医疗资源的途径等，都影

响到各族裔间的健康差距。例如，艾察·巴森亚特（Iccha Basnyat）等强调了与生育健康有关的经济语
境，指出尼泊尔年轻女性移民所处的边缘的文化语境、贫困的经济语境对于理解她们在本地文化空间中

建构健康意义的作用 [38]（P273-283）。郭舒杰等学者研究了新西兰的健康语境中，产科医护人员与移民
华人母亲在分娩的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困境。尽管西方医疗机构的主流分娩话语是赋予妇女作为“理性的

消费者身份”，然而，由于语言障碍、文化价值冲突和分娩习俗等因素，导致移民母亲群体对主流医疗保

健话语不熟悉，从而很难做出独立的医疗决策 [39]（P1020-1028）。产科护理人员与移民女性之间的健康
传播研究，其实质是对多元文化语境下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跨文化健康传播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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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以文化为中心的健康传播研究强调对话作为提供有关健康语境的重要渠道，它强调了在文化、

经济和政治语境下，社区成员参与健康问题表达的重要性。

2. 急诊室语境的健康叙事。急诊室（Emergency Department，ED）是研究传播和医疗决策的独特
场景。急救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信息不全面、时间压力大、潜在错误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等特征，使得有效的沟通和决策变得复杂化。在急诊交接期间的患者叙事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学者们

开始关注患者叙事在分诊过程中如何被解释，这是急诊室中互动的开始 [40]（P2444-2451）。在确定病人
护理的方向和质量方面，急诊医学有四个常规交流过程——分诊、检测及评估、移交、接纳，同时也是“现
实建设和谈判的场所”的关键 [41]（P390-413）。在这些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完善和分享有关病人病
情严重程度的信息、解释以及适当的临床措施。

急诊室工作环境的独特性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急诊室医护人员短缺，资源有限，但患者却人数众

多，急诊病人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就诊。其次，急诊室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医生如果判断

错误会造成严重后果。最后，急诊室工作风险相对较高，由于常常缺乏患者的背景信息，有时在关键的

检查结果出来之前，由于时间紧迫，要为急救病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医生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治

疗决定。总之，急诊室语境下，医护人员和急诊病人都精神紧张，容易陷于担忧和害怕的情绪之中，因为

医护人员害怕犯错或错过重要的病情，而急诊病人害怕他们正在经历的创伤或症状，或焦虑他们不会得

到及时适当的治疗。

马尔里·迪恩（Marleah Dean）等学者研究了急诊室有效沟通的要素及急诊医生的沟通。通过对 17
位急诊医生的访谈，他们发现了信息全面、清晰准确、密切相关、讲究效率、与患者关系融洽五个有效交

流的叙事技巧，并揭示了急诊往往面临讲究效率与关系融洽、讲究效率与信息全面两组矛盾。急诊室中

的有效交流更多的是由效率而不是由信息全面来界定，从临床效率而不是从融洽关系或患者的角度来

确认与之相关的信息清晰与否 [42]（P257-266）。洛里·罗斯科（Lori. A. Roscoe）等学者研究了急诊室
里护士的分诊现象，发现护士分诊主要根据患者的表情和行为（如是否出现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步行

困难等）及体温与血压等初步的临床检测来做出决策，而患者的叙事并没有被重视 [43]（P1155-1164）。

四、健康叙事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健康叙事的功能研究仍然在这一领域占据着主流，承续了十多年前学

者们提出的功能框架，特别是在意义建构与身份建构上，如芭芭拉·夏尔芙（Barbara F. Sharf）[4]（P9-
34）、桑伍尔夫（Sunwolf）[6]（P237-257）等学者也提出过这样的叙事功能。不过，健康叙事在公共卫生
领域的劝服功能以及名人叙事的劝服功能，却是最新的研究动向，这方面的研究数量增长也很快，反映

了将健康叙事与健康传播领域的公共卫生预防劝服相结合的趋势。如果说意义建构与身份建构更多的

是对叙事者本人的影响，那么，健康叙事的劝服则转向了对公众的影响。另外，对于健康叙事语境的关

注，特别是文化中心路径以及急诊室语境，也是较新的研究话题，这显示出学者们对处于边缘地位的群

体与族裔的日益关注，也反映出健康叙事在急诊室语境下不那么受重视的困境。

这些研究结论，对我国的健康叙事研究及健康传播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该领域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

点，而国内的传播学与健康护理研究之间存在学科藩篱，导致国内对健康叙事的研究总体上较少、研究

结论较为单薄。两个学科的学者有必要加强合作，如共同设计课程教纲、联合授课、进行合作研究等。健

康叙事的功能及其与疾病预防、健康劝服相结合的特点提示我们，可以基于本国患者健康叙事的访谈、

个人生活故事、问卷、实验等经验数据，结合本国社会及文化传统，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解释力的形

式理论，并对中国的健康预防实践提供帮助。对一些名人如歌手姚贝娜、央视知名主播罗京与王欢等人

患癌后的健康叙事，我们可以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会对疾病预防与健康劝服更有启发。而文化中心

路径为我们进行国内的特困或边缘群体如癌症人群和艾滋病人群的健康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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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室语境的研究则有助于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国内紧张的医患关系。

健康叙事传统上主要发生在个人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层面 [44]（P254-274），随着社交媒体的发
展和普及，健康叙事扩展到了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层面。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期望健康叙事将

来能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拓展。

首先，不仅是名人的健康叙事，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健康叙事也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尽管普

通人的叙事影响的范围不如名人广泛，但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也可以使得他们的叙事传达到较

广的范围。

其次，目前有关健康叙事结构的研究较少，叙事结构包括叙事框架、叙事形式、叙事时间顺序、叙事

情节和叙事意愿。叙事结构分析以及协助患者或经历过创伤的对象进行结构明确的健康叙事，对于帮助

他们恢复心理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就这一点，传播学领域的研究非常罕见，人际传播与会话分析可以发

挥其方法上的长处。

再次，现有的研究主要将健康叙事的语境聚焦在特定的社区、文化以及医疗环境中，发生在其他一

些语境比如企业组织中的健康叙事，鲜有学者关注。员工患上重大疾病之后，当事人及其同事如何叙述

与之相关的体验与感受，管理层又如何对待这种健康叙事与当事人，并且患者也可能面临某些刻板印

象，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健康叙事的行动研究与转化研究非常缺乏，学者可以与特定的社区、自愿者组织及医疗界合

作，使得研究紧贴实践需要，并能使研究成果转化为对患者及家属、社区与医疗从业人员能够有效利用

的日常知识。

以上四点展望具有前瞻性意义，如果在这些方面开展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站在理论最前沿，也能

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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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Aspects of Health Narrative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7-2016)

Xu Kaibin (Wuhan University)
Wan P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garding health narrative from 2007 to 2016
in the flagship jour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Western health narrative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narrative function and narrative context. The study of
narrative function is reflected in persuasion, meaning construction, identity building, treatment, and persuasion
of celebrity narration. The narrative context mainly includes the culture-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emergency
room context.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to study the persuasion effects of health narrative in public health
and the persuasion function of celebrity narrative reflect the combination of health narrative and illness pre-
vention/health persuasion effects in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the attention to the health
narrative context, especially the culture-centered approach to health narrative analysis, is a new research topic,
suggesting that scholar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marginal groups.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narrative; public health; celebrity narrative

■收稿日期 2018-04-20
■作者简介 徐开彬，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mmunication，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

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万 萍，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重庆 40003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